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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杂家话语方式的生成
———以«吕氏春秋»为中心的考察

宋 文 婕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市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选择了直陈谏言、兼合百家、参之于古的话语方式,来完成其构建政治

学术理论系统及进谏的编著目的,这些话语方式的选择与杂家话语内涵的谏议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均

有直接的关系.杂家话语内涵主要由其“出于议官”的职事功能决定,它是话语方式选择的基础,具体到文本,

文本编撰动机是影响话语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结合话语内涵与文本编撰动机,有利于从制度上探讨«吕氏

春秋»话语方式的生成机制.对杂家话语方式生成的研究,有利于探析先秦学术向秦汉学术转折的机制,有利

于探析汉代学术话语方式生成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杂家;话语方式;吕氏春秋;谏议;综合;学术体系

中图分类号:I２０７．６２;B２２９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９８４１(２０１６)０４Ｇ０１１４Ｇ０８

战国末期,中国思想文化在激烈的争鸣后逐渐步入知识总结的阶段,各种有综合性特点的著作

预示着知识总结的趋向,如«荀子»«韩非子»等,这些著作在建立自己的知识理论系统时展现了对其

他知识的包容,这种学术包容的恢弘气度在汉代成为学术的重要特点.杂家是在这一趋向下诞生

的唯一一个明确以综合性为主要特点的诸子学派,是在诞生时间上较其他各家更为接近秦汉学术

的流派,同时也是先秦知识总结向汉代知识爆炸转折的关键节点.编著于秦统一六国前夕的«吕氏

春秋»是现存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杂家代表作,以«吕氏春秋»为中心考察杂家话语方式的生

成,不仅可以探索杂家的话语方式,也对先秦及汉代学术研究有借鉴意义.
现有研究往往将诸子话语方式与文体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关于诸子话语方式生成的研究以过

常宝先生的著作«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及一系列相关论文最具代表性,
过常宝先生考察了西周时期文献及春秋战国诸子话语方式的生成.现有杂家研究或从诸子学角度

注目于杂家作品的具体分析及杂家整体状况的宏观描述,或从目录学角度注目于杂家的目录考辨

及内涵演变进行考察,或置于比较视野将杂家与其他作品或思想进行对比研究,但现有杂家研究中

尚未见到关于杂家话语方式生成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在杂家现有研究基础上进行尝试,在借鉴

现有话语方式生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吕氏春秋»为中心考察杂家话语方式的生成.

一、杂家话语内涵

杂家话语方式是由话语内涵所决定的,话语方式的生成机制建立在话语内涵的生成之上.分

析杂家话语内涵是探究杂家话语方式生成的前提.“杂家”一词最初见于«史记􀅰韩长孺列传»:“御
史大夫韩安国者,梁成安人也,后徙睢阳.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事梁孝王为中大夫.”[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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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此处的“杂家”并非杂家学派,而是一种杂学思想.杂家学派正式确立是在刘歆«七略»的
“诸子略”中,«七略»已经亡佚,其主要内容在«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中较好地保存了

下来:“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２]«汉志»对杂家的界定是从学术流派角度进行的:“夫部类之分

合,随宜而定.书之多寡及性质既变,则部类亦随之而变.”[３]从目录学中诞生的杂家,一定会受到

目录学规律的影响,«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及«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虽然

对杂家重新进行了界定,但均在秦汉杂家较纯粹的诸子学派内涵范围内,只不过进一步掺杂了目录

学的工具内涵,将杂家设定为目录学中能够包揽一些无法分类之书籍的目录学类目,如«隋志»将新

出的类书及无类可归的佛道书籍如«皇览»«高僧传»等都收录到杂家目录之下.
本文探讨的杂家是作为诸子学派的杂家,主要从«汉志»出发探究杂家学派的话语内涵.话语

方式与话语内涵直接相关,厘清杂家话语方式的生成,必须首先明晰杂家的话语内涵.杂家学派的

话语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谏议性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汉志»认为杂家出于“议官”,此说虽然受到质疑,然“今之治诸子学

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４],且从“议官”中确实可窥见杂家学派的内涵特

点.关于“议官”,主要有“谏官”和“议郎”两种解读,本文以为“议官”不是一个具体的职位名称,而
是一个类别的总称,其职责范围包括与君主应对及规谏讽喻君主.“«汉志»著录杂家２０家,虽然今

天保存较为完好的仅有«吕氏春秋»、«淮南子»二书,但从这２０家杂家作品中,能够初步考证出其中

带有明显谏、议色彩的作品,仍有１２部之多,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这１２部作品是:孔甲«盘盂»

２６篇、«伍子胥»８篇、«子晚子»３５篇、«由余»３篇、«尉缭»２９篇、«吕氏春秋»２６篇、«淮南内»２１篇、
«淮南外»３３篇、«东方朔»２０篇、«荆轲论»５篇、«博士臣贤对»１篇、«臣说»３篇.此外,其他部分作品

也可以间接证明其可能具有谏议性.”[５]不仅如此,未收录进入«汉志»的东汉杂家作品,也都具有强烈

的谏议性特点.随着杂家内涵的模糊化,杂家的目录工具性日益突出,杂家的谏议性才逐渐消解.
杂家学派确立之前未见有某家或某类文献的话语内涵之一是谏议,虽然此前“尧有欲谏之鼓,

舜有诽谤之木,汤有思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６]１６０９,杂家出现以后,“谏”才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
谏议在两汉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两汉朝廷均发布了大量求谏诏令,“其规模和数量可谓是前无古

人,后乏来者”[７].刘向«说苑»称:“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

谏.”[８]班固«白虎通􀅰谏诤»:“人怀五常,故有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９]只有谏在

形式上足够丰富,才会有不同的分类方法,谏的丰富性在文献上也才有体现,如辞赋的重要话语特

征亦是具有谏议性,“赋能否做到谲谏,是赋家衡量一篇赋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１０].
(二)综合性

“兼儒、墨,合名、法”,«汉志»指出杂家的主要特点是兼合儒墨名法诸家.杂家兼收各家思想的

特点毋庸多言,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讨论与认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将杂家的综合性特点定义

为杂家学派的唯一特点,如认为淳于髡及«管子»«鹖冠子»为杂家代表者的就大有人在,郭沫若甚至

认为荀子“实在可以称为杂家的祖宗”[１１].这些论点均将杂家的综合性特点放置于战国后期学术

综合趋向的潮流中来理解,本文以为单纯从这一角度界定杂家学派会导致杂家概念的模糊化.随

着学术的交流与发展,杂家的综合性表现得愈来愈多样化.«隋志»对杂家的界定从“盖出于议官”
转为“盖出史官之职”,这意味着“在‘杂’的大旗下,就不仅可以议论,也可以叙事了”[１２].杂家逐渐

超越诸子而成为一个跨类的概念,体现在具体文献上,就是杂家的综合性内涵从初期表示各家思想

的交融发展到后来表示文体类型的多样,如«隋志»就将类书和佛典归并到杂家类.«史通􀅰叙事»
以“诸子短书,杂家小说”[１３]并称,将杂家和小说家在子部中进行合并.«四库全书总目»将笔记、丛
钞等归入杂家,使杂家成了“杂之义广,无所不包”[１４]的文体综合分类.

综合性被认定为杂家的根本特点,不像谏议性那样随着学术发展而从主要属于杂家的特性转



移为汉代多种文体的特性并在杂家内部逐渐消解.«汉志»之后,杂家的综合性依然存在,并在不同

角度得到展现.值得注意的是,综合性也是整个汉代学术的一大特点.不少学者认为,现存第一部

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开了综合改造前代学术成果的先河,整个秦汉学术总体上均呈现出这种综

合性特点.
(三)系统性

“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杂家熟悉现有国家体制,关注国家治理问题,具有政治建设

的特点.虽然这也是各家诸子的共同特点,“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

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

侯”[１５]１７４６,但杂家与其他诸子不同的是,它往往能从宏观层面来系统地关照国家治理,如«吕氏春

秋»«淮南子»等都试图为统治者提供一套完整的统治秩序.东汉以来,杂家的这一特点发展为对社

会政治各层面的广泛关照,政治关照的广泛性逐渐取代系统性.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

统«昌言»、应劭«风俗通义»等均对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有所关注,力图规范现有政治建设秩序.
对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不仅是杂家的特点,也是汉代学术的整体特点.同样,政治建设的系统

性特点也是汉代学术的整体特点,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成熟的论述.周桂钿、李祥俊指出自杂家现

存第一部代表作«吕氏春秋»编成后,“流派间的冲突斗争将为学术体系的建构所取代”[１６]１４,“«吕氏

春秋􀅰十二纪»所阐发的大一统的宇宙系统论,更成为秦汉以至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信条”[１６]２６,对
政治体系、学术体系的自觉建设成为秦汉学人的自觉追求.回到杂家本身来看,与杂家谏议性的渐

趋消极一样,后期杂家并不表现为对政治建设的高度关注,如«四库全书总目»将杂家类分为杂学、
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类,只有杂学中收录的部分早期杂家作品以关注政治建设为特点.

(四)辩证性

«汉志»称杂家之弊在于“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并非所有杂家均具有突出的谏议

性、综合性及系统性,当“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之人致力于杂家时,“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

归”[１７],就会造作出距离本道甚远且杂错的杂家作品或思想.杂家话语内涵具有辩证性的特点,其
实,不仅杂家存在这种情况,«汉志»“诸子略”中的其他诸子亦是如此:儒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

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１５]１７２８;道家“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

清虚可以为治”[１５]１７３２;阴阳家“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１５]１７３４Ｇ１７３５;法家

“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１５]１７３６;名家“及譥

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１５]１７３７;墨家“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

疏”[１５]１７３８;纵横家“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１５]１７４０;农家“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
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１５]１７４３.此外,六艺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均有此类现象,可以说«汉志»所
载汉代学术普遍具有双重特性,完全纯粹的传统思想学术几乎是不存在的.班固在«汉志»中客观

地说明这种现象,并未对此过多褒贬,特别是在说明九流诸子中的“惑者”“辟者”“放者”“拘者”“刻
者”“譥者”“蔽者”“邪人”“荡者”“鄙者”投身于不同学派时,会呈现出不同于该学派最初话语内涵的

状态,即使背离学派原有目的而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但其依然属于该学派的思想.
汉代学者班固自然不同于春秋时代孔子选择诛杀“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

顺非而泽”[１８]的少正卯,也不同于«荀子»«尹文子»«新语»及«史记􀅰孔子世家»等所载孔子“诛鲁大

夫乱政者少正卯”[１９],班固冷静的学术态度源于对汉代社会发展的清醒认识.自会盟制度将人与

神同时确认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后,社会就开始探索处理人神矛盾的健全机制.在此之前中国经历

了较长时间的原始宗教信仰时期,“神”进行社会治理的经验十分丰富,“人”能够用业已完善的相关

制度顺利地处理神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但处理人神矛盾及人性所带来的问题,相关经验并不充足.
尝试协调人神关系、解决人性所带来的问题,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派思想家的努力方向.然而,孔子

采取搁置“神”而提倡“仁”来限制人性,终未阻止中国步入更动乱的战国时期.秦朝的快速灭亡更

说明采取极端方式压制人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善于反思的汉朝人选择正视人的问题.



«汉志»对杂家及其他学派话语辩证内涵的描述,反映了对社会总体矛盾的清醒认识.这一认识从

人与神一同成为社会管理主体时就开始发展了,从文本来看,«吕氏春秋»在建立学术体系及政治体

系时,即已充分考虑了如何解决人神矛盾的问题.
谏议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是杂家话语的四大内涵,这四种内涵相互关联与依存而形成整

体,使得杂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而得到认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阶段及总体矛盾全面把握的基

础上,杂家话语的辩证性得以确认.为了建立一套解决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发展的政治学术机制,
杂家话语必须具有系统性.系统性往往是已有各类资源整合后的成果,综合性在整合中得以体现.
达到谏议目的之有效方式,即是采百家言论并撮其要旨来进言献策,杂家话语内涵的谏议性与综合

性由此联系了起来.谏议性是杂家话语内涵最为突出的特点,根本上是由“议官”的职能所决定的.
包括杂家兼合各家思想的综合性内涵,不仅是对战国后期学术综合潮流的顺应,也是“议官”进谏职

能衍生的产物,这一点在下文以«吕氏春秋»为中心考察时将有所说明.而杂家话语内涵的系统性、
辩证性可视为“议官”对社会发展总体把握条件下的合理进言规范,系统性与辩证性同时难以与“议
官”的职能脱离联系.对杂家话语内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以往人们常将杂家话语方式与话语内涵

混合起来谈论,难以分清二者的差别.如果将杂家进谏的话语与杂家谏议性的内涵、杂家综合百家

思想的话语与杂家综合性的内涵等同起来分析,这就不利于探究杂家话语方式的生成.杂家话语

方式是由话语内涵所决定的,话语方式的生成机制建立在话语内涵的生成之上.分析杂家话语内

涵是探究杂家话语方式生成的前提,以杂家话语内涵为线索是分析杂家话语方式的有效方法.分

析杂家的话语方式还必须落实到文献中去,«吕氏春秋»作为现存第一部杂家代表作,也是最重要最

典型的杂家代表作,其话语方式能够较好地代表杂家学派的话语方式.

二、«吕氏春秋»话语方式的生成

杂家话语方式的生成与杂家话语内涵有直接的联系,但在具体文本上,不同文本的话语方式选

择则与其文本性质直接相关.大多数学者关注«吕氏春秋»(以下简称“吕书”)文本最终呈现的效

果,如毕宝魁认为“吕不韦编撰此书的动机确实是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新政权所作的文化准备,
是建国治国的大纲”[２０].很多学者也因同样的原因将吕书定义为一部系统的政治理论书籍.本文

以为,据«吕氏春秋􀅰序意»篇中吕不韦自述的创作目的:“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

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６]６５４秦王嬴政虽尊称吕不韦为仲父,然而吕不韦的身份决定了

教诲实际上是进谏,从这一角度可将吕书定义为一部谏书.再结合«吕氏春秋􀅰序意»所称“凡十二

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

无所遁矣”[６]６５４,可知吕书是一部通过建立系统治国理论来进行进谏的书籍,进谏与建立系统治国

理论是吕书并行不悖的双重目的,而这两个目的均符合«汉志»所揭示的杂家话语内涵的谏议性与

系统性特点.“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

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２１]根据杂家话语内涵及吕书的编纂目的,可更清晰地探

究吕书的话语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话语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直陈谏言

有学者对«吕氏春秋»中的进谏进行了详细统计,总结出吕书中“关于如何当好国君而提供具体

实施意见、理 论 根 据 和 经 验 教 训 的 是 １１２ 篇,占 总 数 的 ７０％;关 于 人 生 经 验 的 是 ２３ 篇,占

１４．４％”[２０].在吕书之前的进谏,突出的如«左传»«国语»中的大量进谏,谏辞往往表现出怨而不怒

的特征,当时更多的人在进谏时选择委婉曲折的方式,与吕书大致同一时期的著名谏书«谏逐客书»
的话语方式,即是“避重就轻,减少对立;以美为刺,照顾颜面;顺情入机,谋求共识”[２２].因为吕不

韦的身份,吕书的进谏常常选择直陈谏言的话语方式,甚至不畏冒犯秦王而表现得言辞激烈.
«吕氏春秋􀅰尊师»开篇举出神农、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禹、汤、文王、武王、齐桓公、

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句践等１６人尊师的例子后,直言“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



圣,而欲无尊师,奚由至哉? 此五帝之所以绝,三代之所以灭”[６]２０７,批评秦王嬴政没有圣贤帝王的

尊贵与智慧却欲不尊师,质问秦王这样怎么可能成为他们那样的帝王.质问之后接着说秦王这样

的状态正是五帝后继无人、三代消亡的原因.这样的话语方式不像是进谏更像是批评教导.«吕氏

春秋􀅰贵公»在说明“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后,通过伯禽与管仲的例子说明

贵公有利于国家,通过齐桓公徇私情“用竖刀而虫出于户”的悲惨下场,按照一般臣子进谏的言辞逻

辑,下文会再次重申贵公的主题,然而吕书却接着说“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

用公.日醉而饰服,私利而立公,贪戾而求王,舜弗能为”[６]４５Ｇ４６.这分明是一顿劈头盖脸的丝毫不

留情面的责备训导.如果说«尊师»篇中直指秦王不尊贵不智慧还与“尊师”的主题有关的话,批评

其“愚”“日醉”“私利”“贪戾”等缺点则与贵公的主题并无直接联系.类似激烈的直言批评在«十二

纪»中颇多.
公元前２４７年,秦庄襄王逝世,嬴政登上王位,当时嬴政才１３岁.“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

臣”[２３]２２３,“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２４]２５０９,此时吕不韦权力大、责任重,他不但要消灭六国,还
要对嬴政进行训导.«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２３]２３０这些品格在嬴政少时应已有所显露,由此可见吕不韦选择直陈

谏言甚至直言批评的话语方式,是有据可依的.
吕书直陈谏言的话语方式在«十二纪»中尤为突出,以陈奇猷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认为:“«十二

纪»确系成于秦八年即始皇六年,而«八览»、«六论»则成于迁蜀之后.”[２５]«八览»«六论»是吕不韦受

到秦王打压后创作的,在话语方式上必然有选择性地进行了调整.因吕书编纂环境的变化等原因,
吕书整体呈现出前精后粗的特点.«十二纪»为吕书中最优秀的部分,在后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这
和吕书直陈谏言的话语方式无疑是相关的.

东汉时期社会混乱,此时的杂家表现得十分急切,其结果就是话语方式的锋芒毕露和激烈张

扬.被«隋志»收录为杂家作品的有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韩愈«后汉三贤赞»
将三人合称为“后汉三贤”,称其“俶傥敢言”.严可均评«昌言»“闿陈善道,指抲时弊,剀切之忱,踔
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２６].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作为杂家代表作,选择

“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激烈谏诤的话语方式,正是对«吕氏春秋»的回应和继承,这种话语方式在其他

诸子中是少见甚至未见的.
(二)兼合百家

吕不韦招致宾客三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２７],这
种众多宾客集论的话语方式是兼合百家的.学界关于吕书学派归属的广泛讨论,侧面印证了兼合

各家的话语方式.也有学者申明吕书是独立于各家而自成一家的著作,为吕书兼合各家话语方式

的解读提供了新的思路.周桂钿、李祥俊指出“«吕氏春秋»开了综合改造前代学术成果建立为现实

服务的新官学的先河”[１６]２５,认为吕书是一套新官学系统,其兼合各家的话语方式是改造前代学术

而塑造新官学的产物.之所以称其为新官学,是因为吕书的编撰不仅顺应了战国后期学术综合的

潮流,同时也具有旧官学的特点.
成为官学的必要条件是背后有相关的制度支撑.而就吕书来看,现存相关记载并未明确说明,

对吕不韦组织编书的行为广受认同的解释载于«史记􀅰吕不韦列传»:“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
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

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
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２４]２５１０从表面文字来看,吕不韦是出于好胜的攀比心而花费巨大精力编

就吕书.然而,当时作为相国的吕不韦在扶持年幼秦王的压力之下会不会为了一己的攀比心而这

样做? 这是值得怀疑的.同时,攀比说也将战国四公子的养士行为进行了过于简化的解读,不利于

探究历史的真相.吕不韦编就«十二纪»后,在差点遭秦始皇诛杀的情况下,仍接着完成«八览»«六
论»,这也不是简单的攀比心可以解释的.



本文认为吕书以进谏为目的,召集各方宾客集论而成,其成书方式继承了采诗制度.这是在制

度支撑下进行的政治学术行为,也是它拥有成为官学的资格的前提.“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

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１５]１７０８“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

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墉户而知天下.’”[２８]先秦的采诗最终是为向王者进献谏言,“采
风制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补察其政’,因而也就可说是谏议制度的上游环节,从而形成了‘诗谏’
的特殊功能和意义”[２９].吕不韦组织门客收集各地各类见闻的行为及其目的,与采诗有相通之处.
从采诗到形成最终文本,中间还要经历对诗的编辑整理程序,“所献之诗和所采之诗最后都汇集到

王室乐官之手,他们来汰选、加工和编辑”[３０].吕不韦使门客著其所闻然后编辑整理出最终进谏的

«吕氏春秋»,这一系列行动与采诗制度有一定的相似性.本文以为,吕不韦组织众多门客广集各种

思想来进谏的行为是对采诗进谏制度的继承,吕书兼合百家的话语方式不仅是战国后期学术综合

潮流的产物,也是以谏议为目的的话语方式选择.
关于«吕氏春秋»话语方式的综合性,前贤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其中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新校释»

最具有代表性.陈奇猷对吕书各篇的题目均进行了注释,并说明该篇的学派归属,认为吕书各篇分

别属于以下学派及其支派:司马法之学,儒家,北宫黝、孟施舍、漆雕氏学派(儒家),道家,伊尹学派

(道家),阴阳家,乐家(阴阳家治乐者),法家,料子、宋钘、尹文流派(名家),尹文学派(名家),惠施流

派(名家),墨家,农家,子华子学派,季子学派,兵家,形法家等.对各家学派话语的吸收,正是吕书

所表现出来的兼合百家的话语方式.吕书之外的其他杂家代表作往往亦有此特点,正如«史通􀅰自

叙»所说:“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１３]２９１

(三)参之于古

先秦秦汉学术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具有历史意识.«汉书􀅰董仲舒传»谓:“孔子作«春秋»,上揆

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３１]吕不韦继承了先秦学术传统,“亦上观尚古,删拾«春
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３２].吕书在构建政治体系时注重对古圣

贤及早期稳定社会的推崇,这也是春秋战国各学派大多持有的立场.«吕氏春秋»在话语方式选择

上自然体现了对此立场的坚持及对传统学术方法的继承,主要表现即是文本多采用参之于古的话

语方式来建立理论框架.吕书参之于古的话语方式主要表现为古今对比和罗列历史寓言.
首先是古今对比的话语方式.吕书之前的文献,从论证方式上来看,«国语»«左传»的谏言大都

采用古今对比论证或正反对比论证的表达形式,这也可以说是谏臣们的一个基本论证模式,即“昔
􀆺􀆺,今􀆺􀆺”.在古今对比论证中,谏臣为阐述自己的观点,往往先是引述或列举先王的言行事迹

或至理名言,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作为自己的论证基石.因为«吕氏春秋»是一部以进谏为目的的政

治理论书籍,在进谏方式上沿袭传统表达是必然的.从统计数据上可窥见吕书中对比话语方式的

频繁使用,一般而言,“古”“昔”“今”等预示着古今对比的展开,吕书中“古”出现７５次,“昔”出现３６
次,“今”出现２７７次,说明存在着大量的古今对比.在具体篇目上,如«吕氏春秋􀅰异宝»篇通过古

今对比的话语方式表达主旨,开篇说明“古之人非无宝也,其所宝者异也”,接着举孙叔敖子、江上丈

人、子罕等的例子说明这些古人不重眼前的现实财物而推崇更高的精神价值.然后用现今的情况

进行对比,“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抟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

金矣”,最终在对比中说明古人“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今人“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６]５５８Ｇ５５９.对

异宝的倡导在古今对比中来完成.«吕氏春秋»中像«异宝»那样采取古今对比的话语方式来说明主

旨的篇目还有很多.如«异用»开篇也展开了古今对比:“古之人贵能射也,以长幼养老也.今之人

贵能射也,以攻战侵夺也.”[６]５６８同样选择了古今对比话语方式的还有«节丧»«务本»«先己»等诸多

篇目.
其次是罗列历史寓言的话语方式.过常宝先生指出,包括«吕书春秋»在内的寓言,“并不是一

种凭空兴起的新的文体,而是在前代‘征引’和‘立象尽意’两种经典话语方式上发展而来的”[３３].
对“征引”等经典话语方式的继承,能够很好地解释吕书罗列历史寓言话语方式的生成原理.吕书



选择参之于古的话语方式,除了源于对传统方法的继承,也与其文本性质等有关.前文已说明吕书

的成书是为了构建一套系统的政治理论,系统的理论要建立在对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矛盾的清晰

认识之上.在秦始皇建立专制统治之前,社会的矛盾虽从神的矛盾转化为人与天的矛盾,但并未发

生本质上的变化.«吕氏春秋»构建政治理论时必须考虑与过往社会矛盾有连续性的社会问题,也
就是必须带着历史思考来进行理论建构.«吕氏春秋􀅰长见»开篇即表达了类似观点:“今之于古

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

一也.”[６]６１１选择从古今对比角度来探索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无疑是有效的选择.不仅吕书如此,
«淮南子»也以“为封建统一大帝国的长远统治,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学说”[３４]为目的,故“观天地之

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３５].
现存杂家第一部代表作«吕氏春秋»选择了直陈谏言、兼合百家、参之于古的话语方式,以完成

其构建系统政治理论及进谏的编著目的,这些话语方式的选择与杂家话语内涵的谏议性、综合性、
系统性、辩证性均有直接关系.其中吕书直陈谏言、兼合百家的话语方式与杂家谏议性、综合性的

话语内涵密不可分.参之于古的话语方式则主要与系统性、辩证性的话语内涵相联系,杂家的系统

性与辩证性均来源于社会转折时期对社会发展的整体局势的把握与谏议,参之于古是为建立适合

新时期社会形势的政治理论的通行法则.由此看来,由“出于议官”而生发出的杂家话语内涵是杂

家话语方式选择的基础,文本编撰动机则是影响话语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结合话语内涵与文本

编撰动机,从制度上去探讨«吕氏春秋»话语方式的生成背景,是分析其话语方式生成的有效方法.

三、余　论

过常宝先生认为先秦时代不同的话语方式并不是作家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吸收宗教、职
业、经典等话语资源后探寻出来的不同的理性论说模式[３６].通过分析杂家话语内涵,可以明确认

识到杂家所吸收的话语资源是来自于议官话语与其他诸子的话语,是为了建立一套解决天人矛盾

的有效政治理论而探索出来的论说模式.“诸子出于王官说”是对诸子话语方式生成的最早系统解

释,因其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时的历史时代而有更高的可信度.同时,“王官说”也是刘向、刘歆父

子长期学术研究的成果,经过后人不断的质疑与验证,“王官说”的合理性得到愈来愈多的认可.即

使脱离“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的先决条件,分析杂家文本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均能反向说明“议
官”的特点.

以“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为切入点,可以进一步发现杂家的谏议性与综合性等在汉代文学文

化中得到广泛的发扬,不仅是因为杂家作品本身的优秀品质,更是源于其背后支撑的制度构成.杂

家出于议官,与议官概念最为接近的汉代职官是郎官,郎官是汉代数量庞大的中层官职,“在武帝以

内御外的政治格局中,不仅参与机枢,议决朝政,更承担起构建帝国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任

务”[３７].«汉书􀅰古今人表»著录了上至伏羲下至陈胜、吴广等人物近两千人,将其分为上中下三

等、上上至下下九品.虽未收录汉朝人,但其分类标准体现了汉代学术的特色,除了孔子、左丘明等

少数几位儒家代表人物列为上等之外,大多数诸子学派人物均列为中等,同样列为中等的还有诗

赋、兵书、术数、方技等的代表人物.简言之,«古今人表»的中层人物涵盖了«汉志»除六艺略少部分

代表人物之外的所有学术体系,包括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公羊学代表人物公羊子亦在中层.就像

汉代学术主要由处于中层官职阶层的议官来承担构建任务一样,«古今人表»将汉代学术创造情况

反映到其分类标准上.如果说是处于«古今人表»中层的吕不韦组织编纂的«吕氏春秋»对汉代学术

起到了深刻影响,毋宁说是汉代学术的主要创造者同吕不韦一样处于同样的中层话语系统,在相似

的话语背景下创造的话语方式必然呈现出相互影响及相通的表象.学界将俳优与乐府、赋家联系

起来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赋家与小说家、杂家进行的对比研究很多,这主要即是由于它们出于同

一个官职阶层,即“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杂家学派的概念是在汉代学术著作中首次得到确定的,在诸子百家中,它是诞生时间更为接近



秦汉学术系统的一家.“议官说”在杂家与汉代学术之间建立了联系,为先秦学术向秦汉学术的转

变提供了一个解读思路.同时,杂家的主要特点是兼合百家,杂家所代表的话语方式是春秋战国知

识争鸣的话语方式向汉代知识爆炸的话语方式过渡的一种具有节点意义的话语方式,作为一个不

同于先秦其他诸子的话语体系,杂家的转变为汉代话语方式的生成埋下了伏笔.本文在考察杂家

话语方式生成的基础上,试图探析杂家话语方式影响秦汉话语方式的内在机制,为秦汉话语方式的

生成研究提供一个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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